
谈谈未成年人犯罪的邢事责任

冯 锐

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实施了刑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时
,

必须承担刑事法规所规定的责任
,

刑法上称之为刑事责任
。

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
,

就是行为人必须是达到一定年龄

和精神正常的人
。

这里所谓的一定年龄
,

也就是刑法规定行为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
,

即责

任年龄
。

儿童由于身心发育尚未成熟
,

缺乏辨别是非和支配 自己行为的能力
,

因此
,

儿童即

使作出了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
,

也不能认为是犯罪而承担刑事责任
。

如果对儿童处以刑罚
,

就

失去 了刑罚的意义
。

成年人由于能够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
、

意义和后果
,

有控制 自己行为的

能力
,

因而当他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时
,

应当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
。

对于超过儿童年龄而

又未达到成年人年龄的人
,

刑法理论上称为未成年人
。

未成年人同儿童相比
,

已具有一定的

认识能力
,

特别是对某些社会危害性极为明显的严重犯罪
,

是能够认识的
。

因而对他们实施

的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
,

是应当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的
。

但是
,

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身体
、

智

力还处在发展的过程中
,

思想比较幼稚
,

辨别是非的能力比较弱
,

容易接受外界的不良影响
,

因此
,

对他们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追究其刑事责任时
,

应当和成年人加以区别
。

正是为了体现

这种区别
,

刑法才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作了特殊的规定
。

刑法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的特殊规定
,

在世界立法史和中国立法史上
,

不是从

来就有的
。

最早
,

未成年人犯罪一直受到同成年人犯罪同样的处罚
。

刑法上确定未成年人犯

罪的刑事责任
,

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

从我国历代刑法看
,

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秦律
。

秦墓竹简记载着下面两个案例
: “
甲小

未盈六尺
,

有马一匹 自牧之
,

今马为人败
,

食人稼一石
,

问当论不当
,

不当论及赏 (偿 )
”

( 《睡

虎地秦墓竹简
》 第 21 8页 ) ; 又 “ 甲盗牛时高六尺

,

般 ( 系 ) 一岁
,

复丈
,

高六尺七寸
,

问甲

可 (何 ) 论 ? 当完城旦
”

(同上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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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
,

秦律中将身高作为

责任年龄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

秦时的六尺
,

相当于现在的一米三多
,

身高 为 六 尺 的

人
,

也就是八
、

九岁的孩子
。

秦律对身高不满六尺 (即 “ 未盈六尺
”
)的儿童的行为

,

不追究

刑事责任 (即 “ 不当论
”
) ; 对身高超过六尺的人的行为

,

迫究刑事责任 (即 “ 当完城旦
”
)

。

我国汉律在这方面有更加明确的规定
。

汉律规定
: “

年未满八岁
,

… …非手杀人
,

他皆不坐
” ,

即八岁以下的人
,

只有亲自杀伤人
,

才处刑罚
,

其他行为都不处刑罚
。

汉成帝鸿嘉元年 (公

元前二十年 )
, “ 定龄

:

年未满七岁
,

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
,

上请廷尉以闻
,

得减死
”

( 《汉书
·

刑法志 》 )
,

即由于年幼虽然故意杀人犯了死罪
,

可上报廷尉
,

减死一等
。

东汉光武帝建武

三年 ( 公元二十七年 ) 诏
: “

男子 ”
·

~ 十岁以下
, ”

一自非不道
,

诏所名捕
,

皆不得系
,

当验

问者即就验
“

( 《后汉书
`
光武帝纪 》 )

,

即十岁以下的人发生的非不道罪和非诏所名捕
,

可以

不受拘捕监禁
。

秦泌以后的唐律
,

在上述问题的规定上更加详细
。

唐律中规定
: “
七岁以下

,

虽有死罪
,

不加刑
” ; 十岁以下

, “
犯反逆

、

杀人
,

应死者
,

上请
” ,
十五岁以下

, “
犯流以下

,

收

赎
” 。

同时
,

唐律还规定
: “
犯罪时幼小

,

事发时长大
,

依幼小论
” ,

虽然这只是一个追诉时效间



题
,

但却可以看出
,

唐律已经比较注意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对待了
。

清律在这方面的规定
,

基本上和唐律一样
。

不仅如此
,

清肆还注意到某些少数民族的情况
,

对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作了特别的规定
。

如清康熙三十六年 (公元一

六七九年 )
`

编订并经乾隆
、

嘉庆
、

道光三朝增订的
《理藩部则例

,
规定

: “
凡蒙古地方未满十

岁之子行窃者
,

免罪
;
十五岁以下者

,

照刑收赎 ; 十六岁以上者
,

照例科罪
”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看出
,

我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
,

已经考虑到 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在

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上的差别
,

并将这种差别体现在刑法上
。

在封建社会里
,

虽然封建统治

者为 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
,

常常采取一种所谓
“ 矜老 ” “

怜幼
”
的

“
恤刑

”
政策

,

他们

认为
,

老幼妇女对社会危害性不大
,

对这些人的犯罪行为采取
“ 宽容

” ,

不仅对他们的统治不

会有损害
,

而且还可以使他们博得一个矜老怜幼的德政美名
,

以体现封建统治者
“ 爱幼养老

”

的 “ 仁政
” 。

因此
,

在封建刑法中除了规定名 目繁多的重刑酷刑之外
,

在科刑方面注意 了年龄

的差别
。

和漫长的奴隶主专政的奴隶制法律相比较
,

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

当然
,

我们还应

看到
,

在封建社会
,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侵害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

尽管年幼
,

也要受到封

建刑法的惩罚
。

例如唐律规定的十岁以上
、

十五岁以下 ,’ j B加役流
、

反逆缘坐流
、

会赦犹流

者
”

就不能收赎的法律及十岁以下
“
缘坐应配役者

” 就不适用
“

虽有死罪不加刑
” 的规定

,

就是封建刑法的阶级局限性的反映
。

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史上
,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及责任年龄问题
,

直到公元五百

年后才引起了有关国家的注意
。

公元五三四年东罗马 (拜占庭 ) 的
《优斯丁尼安法典

, (一译

《
查士丁尼安法典

》 )中
,

确立了儿童不可能预谋犯罪的原则
,

即不存在天生的坏孩子
,

也不

可能有不可挽救的儿童
。

根据上述原则
,

该法典规定男十四岁
、

女十二岁为承担刑事责任的

年龄
。

罗马法的这个原则的规定
,

对欧洲一些国家影响较大
,

如在一三二四年英国的习惯法

中被部分地接受下来
。

因此
,

一些西方的法学家认为
,

罗马法的上述原则和规定
,

是世界立

法史上第一次把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制度明确地规定下来
。

事实上罗马法比我国秦律要晚七百

多年
,

比汉律也要晚四百年至五百年: 一八一O 年法国的刑法典也 对 未 成 年人犯罪的刑事

责任及责任年龄作了规定
。

该法第六十六条规定
: “

重罪被告人未满十六岁
,

而其犯罪行为经

人认定系发生于不能辨别是非者
,

应免除其刑
,

但依具体情况
,

得将其交由亲属管教
,

或移

送矫正场所
,

依判决决定之期限
,

实施教育与拘留
。

此项拘留期限
,

最高不得超过被告人届

满二十周岁之时
” 。

该法第六十七条规定
,

对于具有辨别是非能力的未成年人 犯 罪
,

应 该 判

刑
,

但应当比成年人从轻或减轻论处
。

法国刑法典的这些规定
,

对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刑法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以及责任年龄的规定
,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现代世界各国的刑法都有责任年龄的规定
。

但是
,

由于各国的地理环境
、

经 济 发 展 条

件
、

国民受教育的程度以及遗传
、

气候
、

各地的风俗习惯等等的差异
,

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

的不 同
,

各国刑法中对责任年龄的划分和规定也是不相同的
。

首先
,

从责任年龄的划分方法

上看
,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

其一
,

将责任年龄分为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和完全负刑事责任年

龄两个时期
,

称之为二分法 (制 ) ,其二
,

将责任年龄分为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
、

相对无刑事

责任年龄 (或者减轻刑事责任年龄 )
、

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时期
,

称之为三分法 (制 ) , 其

三
,

将责任年龄分为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
、

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
、

减轻刑事责任年龄
、

完全

负刑事责任年龄四个时期
,

称之为四分法 (制 )
。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对责任年龄

的划分都采用三分法或四分法
。

其次
,

在具体年龄的规定上
,

差别也很大
。

例如印度
、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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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以及美国个别州的刑法规定
,

七岁以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
,

这是各国刑法中最低的绝

对无刑事责任年龄
。

匈牙利等国邢法规定十二岁以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 ; 法国刑法典规定

十三岁以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
, 现行的苏联刑法

、

西德刑法
、

日本刑法和我国刑法等
,

都规定十四岁以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
, 个别国家 (如巴西刑法规定

,

十八岁以下为绝对

无刑事责任时期
。

对于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规定
,

各国刑法也不一样
。

匈牙利 刑 法 典 规

定
,

自十二岁起对于所有的犯罪担负刑事责任
; 日本刑法规定

,

十四岁以上担负完全的刑事

责任
; 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刑法规定

,

自十八岁起对于所有的犯罪担负刑事责任
; 个别国家

( 如巴西 ) 的刑法规定
,

自二十一岁起对所有的犯罪担负刑事责任
,

这是各国刑法中完全担

负刑事责任的最高年龄规定
。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党和政府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历来都很关心
。

对于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
,

一贯坚持教育
、

挽救的方针
。

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
,

我国虽然没有刑法典
,

但是
,

在一些单行的刑事法 规 及 有 关

批复中
,

对责任年龄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
,

都有过明确的规定
。

一九五一年十二

月五 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一个批复中指出
:

未满十二岁的人的行为不予处罚
;
未满

十四岁的人犯一般情节轻微的罪可不予处罚
,

但应交其家属或监护人或者所属机关团体予以

管理教育
; 已满十二岁的人如犯杀人

、

重伤
、

惯窃以及其他公共危害性的罪
,

人民法院认为

有处罚必要者
,

得酌情予以处罚
;
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八岁的人犯罪

,

一律予以处罚
,

但得比

较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六 日通过的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
》
第二十一条规定

: “
少年犯管教所

,

管教十三岁以上未满十八岁的少年

犯
” 。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八 日司法部的一个批复指出
: “

什么是少年犯及应负刑事 责 任 的 年

龄
,

应依照劳动改造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

十三岁以上未满十八周岁的少年犯了罪可以称

为少年犯
。

在此范围内的少年
,

如犯反革命
、

杀人
、

放火
、

烧山等严重罪行
,

应负一定的刑

事责任
。 “ ·

…如果不是反革命
、

杀人
、

放火等严重罪行
,

而是一般轻微刑事犯罪的少年犯
,

经屡教不改
,

其家庭又不能负责
,

但无需判刑
,

又必须给予管教者
,

可由公安机关提请人民

法院核定后送管教所管教
” 。

从上述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
,

五十年代我国的刑事法规中
,

对于

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的规定
,

一般偏低
。

这是因为在建国初期
,

社会上的阶级

斗争比较复杂
,

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分子以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刑事犯罪分子
,

不仅自

己疯狂地破坏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

而且还利用和影响一些少年儿童
,

唆使他们去干坏事
。

而解放初期
,

由于旧社会遗留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一时不能全部解决
,

一部分无家可归的流浪

儿童仍然不得不露宿街头
,

他们往往容易受坏人的峻使和蒙编走上犯罪道路
。

此外
,

国民党

反动派的长期反动统治以及帝国主义的长期侵路
,

致使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思想

在社会上蔓延
,

不少由旧社会过来的少年儿童也深受其害
。

当时
,

在一些未成年人中
,

犯罪

行为不断发生
。

在一些大城市里还出现了以未成年人为主的小流氓集团
,

在社会上进行各种

流氓犯罪活动
,

严重破坏了革命秩序
,

危害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

因此
,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

况
,

为了争取教育更多失足的未成年人
,

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

在各类刑事法规中
,

对

未成年人犯罪担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规定得比较低一点
,

是必要的
。

我国现行刑法中
,

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及责任年龄的规定
,

较之五十年代更加

具体
、

更加完善了
。

根据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

十四岁以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
;
十四岁

至十六岁为相对无刑事责任时期
,

在这个时期钓未成年人只有犯杀人
、

重伤
、

抢劫
、

捷火
、 “



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
,

才负刑事责任
,

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已满十六岁不满

十八岁为减轻处罚时期 , 十八岁以上为刑事成年人
。

这种划分基本上属于四分法
。

我国刑法

将已满十六岁作为担负刑事责任的一般起点年龄
,

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

地理环境
、

经济

发展状况以及文化教育的水平决定的
。

在我国
,

已满十六岁的人在生理和智力上都有相当的

发展
,

并且有一定的社会知识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

他们在农村已经作为全劳力从事农业生产

了, 在工厂已经开始作为青年工人参加劳动
;
上学的一般初中已毕业或者已经上高中了

。

因

此
,

刑法将已满十六岁作为一般担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
,

是 比较适合我国的实际的
。

对于

已满十四岁未满十六 岁的人
,

基本精神是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
,

而是采取管教的方法
,

即
“

责

令他的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
,

在必要的时候
,

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 ”
但是也要看到

,

已

满十四岁未满十六岁的人虽然在生理上和智力上一般要比已满十六岁的人差
,

但他们也接受

了一定的社会教育
,

对 自己的行为也有一定的分辨是非能力
。

因此
,

对于那些犯了严重罪行
-

的
,

如杀人
、

重伤
、

抢劫
、

放火
、

惯窃罪及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
,

应当负刑事责任
,

将已满十四岁作为犯有严重罪行的责任年龄
,

也是适合我国实际的
。

对已满十四岁未满十八岁

的人犯罪
,

我国刑法规定了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这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理和智力尚未完全成

熟
,

辨别事物的是非
、

善恶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还较差
,

对犯罪这一概念的含义还不能真

正了解
。

同时
,

还考虑到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相比
,

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不 良影响和引诱
。

上

述规定
,

是我们国家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一贯以教育挽救为主
、

惩办为辅的政策的体现
。

因此
,

.

不能把对未成年人犯罪适当地追究刑事责任看成单纯地惩罚
,

而应把它看作是教育
、

挽救
、

感化政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

在实践中正确地理解刑法规定的精神
,

对于正确地认定未

成年人犯罪的性质
、

正确地确定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

是十分重要的
。

只有这样
,

才能真正

地教育
、

挽救
、

感化犯罪的未成年人
。

目前
,

在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
,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和责任年龄存在一些不同看

法
,

深入探讨和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

如对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中
“
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

” 的理解
。

有一种意见认为
,

这

里的
“
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

” ,

是专指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 严 重 犯

罪
,

因此
,

对已满十四岁未满十六岁的人除犯该章的严重罪行之外
,

均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

我们认为
,

对
“
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

” 的理解
,

应该是指在刑法分则各章规定的犯罪申

类似杀人
、

重伤
、

抢劫
、

放火
、

惯窃等五种犯罪
,

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

造成重大危害后
-

果的
“
其他

”
严重犯罪

。

例如情节严重的奸淫幼女罪
、

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致人重伤
、

死亡的

强奸罪
;
情节严重的破坏交通秩序罪

;
情节严重的爆炸罪

;
数额巨大的或情节特别严重的盗

窃罪等等
,

并不是特指刑法分则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严重犯罪
,

也不是单指琳

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
“
扰乱社会秩序罪

” 。

从刑法理论上讲
,

一切犯罪都是破坏一定的社会秩

序的行为
。

对
“
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

” 的范围
,

既不能随意扩大解释
,

把只具有一般情

节的犯罪
,

划入严重犯罪范围追究刑事责任
;
也不能在意缩小范围

,

对某些严重破坏社会秩

序的犯罪行为
,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

只有注意避免这两种倾向
,

才有利于维护和巩固社会狡

序的安定
,

有利于争取和教育已满十四岁未满十六岁的犯罪分子
。

又如
,

对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中
“ 杀人 ”

的理解
。

有一种观点认为
,

这 里 所 讲 的
“
杀

人
” ,

既包括故意杀人
,

又包括过失杀人
。

他们认为
,

对已满十四岁未满十六岁的人只要杀了

人就要追究刑事责任
。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章的规定
,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
-



钓结果
,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

是故意犯罪
。

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

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

因硫忽大意未能预见
,
或者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 可能发生危

害社会的结果
,

但轻信能够避免
,

是过失犯罪
。

刑法第二章还规定
,

凡是故意犯罪
,

必须追

究刑事责任
, 过失犯罪

,

法律有明文规定的
,

才追究刑事责任
。

根据上面分析
,

刑法第十四

条第二款中所讲的
“ 杀人

” ,

应当是指故意杀人
,

不应包括过失杀人
。

因为
,

在刑法分则各章

中
,

并没有有关对已满十四岁未满十六岁的人犯过失杀人罪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

这里所

指的
“ 杀人 ” 以及其他严重犯罪

,

都是指的故意犯罪
,

不包括过失
。

如果将这里所讲的
“ 杀

人 ” 理解为既包括故意
,

又包括过失
,

势必导致扩大对已满十四岁未满十六岁的犯罪分子追

究刑事责任的范围
,

不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挽救
。

此外
,

还有两种观点也是值得一提的
。

有一种观点认为
,

未成年人犯罪是 林 彪
、 “ 四人

帮 ” 毒害和影响的结果
,

是社会环境造成的
,

他们本身只是受害者
,

因此
,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

主要是关心他们
,

帮助他们
,

感化教育
、

挽救他们
,

对他们的罪行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

很显然
,

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

首先
,

这种观点将教育
、

挽救
、

感化政策和适 当地追究刑事责任二者对立

起来
,

否定了依法对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也是教育
、

挽救
、

感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

其

次
,

这种观点把未成年人犯罪归结为纯客观原因的影响
,

从而忽视了在同样条件下为什么有

的未成年人犯罪
,

而绝大多数未成年人却并未犯罪这样的事实
,

即忽视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主

观因素
。

再次
,

如果否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

与我国刑法有关规定也是不符合的
。

还有

一种观点认为
,

未成年人犯罪作案手段残忍
,

造成的后果严重
,

民愤较 大
,

因 此
,

应 当 严

惩
、

多判
。

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
。

在现实中发生的未成年人案件中
,

确实有一些作案手段残

忍
,

危害后果严重
,

民债较大
,

但这类案件在整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数量是很少的
,

依法

追究一定刑事责任
,

是完全应该的
。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明确的是
,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

,

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
,

一定要做到依法处理
。

例如
,

对未满十八岁的杀人犯
,

尽 管 民 愤 很

大
,

但也要根据刑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

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对于偶尔失足

,

情节轻微又

能主动投案
,

坦白较好的
,

就不一定要判刑 , 对于未满十四岁的儿童
,

坚决不判罪等等
。

因

此
,

在具体量刑时
,

要多从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着想
,

可以轻判就不重判
; 可以免刑 的就不必

判徒刑
; 可以缓刑的就不要收监执行 “

一
。

总之
,

要正确地运用法律
,

尽可能地为教育
、

挽

救犯罪未成年人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
。


